明清豪商的制度史與全球史
西松高中 羅丹伶老師提供
    此次臺北市高中歷史科輔導團特別邀請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邱澎生教授針對「明清豪商的制度史與全球史」此一主題進行演講，邱教授過去專長研究明清時期的經濟史與法制史，過去幾年的研究重心主要探討中國明清時期的經濟、法律與文化之間的關係，由會館、公所等商人組織團體之研究，逐漸衍伸研究晚清的商會。明清時期的商人在貿易過程中常因故產生訴訟糾紛官司，因而此類遺留下來的文獻資料，便有助於邱教授分析會館與公所的歷史發展演變。邱教授將西元1500-1840年這段時期，定位為明清傳統時期，主要時代背景為中國國內商業發展逐漸崛起，如著名的徽商與晉商，同時，西元1520年代之際，葡萄牙人輾轉航行至麻六甲，開始經營亞洲的商業網絡及據點；至於這段時期的終止時間點則與鴉片戰爭息息相關。
    全球史的故事絕非僅限於「西方衝擊與東方回應」此種單純的歷史詮釋模式，它有重要的意義，但必須放在亞洲原本便存在的貿易網絡下，包含中國、日本、東南亞等貿易地區的互動關係，因為西方國家的加入，使得亞洲貿易網絡中的遊戲規則變得更加多元化，所以1500年明顯標誌著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形塑全球化時代的過程分別包括外部因素與內部因素，在觀察影響亞洲各地區整體發展與歷史變遷時，切入探討的視角便需要同時兼顧各國自身歷史的演變與西方航海技術的突飛猛進所帶來的交錯效應。就西方來説，或許對外侵略的決心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因素，願意去掠奪他國的金錢和土地資源，對於國家政府的領導決策而言，是必須擁有極大的勇氣與破釜沉舟之決心的。有時我們都太過一廂情願地過度美化西方歷史的演變，諸如科學革命、農業革命、工業革命等發展，其實容易忽略背後所隱含的便是一連串「侵略的歷史」，以美國的黑人與美洲的印地安人之歷史處境便可一窺究竟，若純粹認定此為現代化與工業化所帶來的社會發展必然性，使用看似正面與積極的歷史名詞去美化歷史與想像過去，其實便容易忽略掉歷史的真相與本質。簡單舉例來說，馬克思的改革思想具體反映出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影響絕非全然正面樂觀，相反地，社會底層的勞工生活處境堪憐；1830年代德國的工廠立法規定一天工作12小時為「人道的立法」，此外，十九世紀初期英國政府對童工、女工所進行的調查資料顯示，某些童工每日四點多便需遠道跋涉出發上工，隨身所攜的早餐根本來不及拆開便開始空腹工作，及至中午時分，在震耳欲聾的機器運轉聲中拆開果腹的午餐時，三明治早已沾滿白花花的棉絮，盡失風味，這就是1840年前夕西方工業革命的社會現實面貌。反觀中國社會本身的整體脈絡，邱教授基本上是以十八世紀最富有的兩批中國商人─揚州鹽商與廣州的洋行商人(根據學者何炳棣的說法)為研究重心，其財富與影響勢力在當時來看相當驚人，因而邱教授稱之為「明清豪商」。首先，就揚州鹽商的部份來看，何炳棣先生便將其財富與權勢歸因於政府所賦予的獨占壟斷權，商人與政治力量的結合從古至今似乎已然為再正常不過的社會普遍現象。針對歷史教科書常提及的「廣州一口通商」一詞，邱教授認為這是必須澄清的一個錯誤觀念，所謂一口通商的問題不是僅限於廣州，「一口通商」指的是西方商人來到中國貿易僅限於廣州，換言之，在此之前西方商人理應曾在廈門、寧波、上海等港口進行貿易往來，並且極力突破中國官方的限制，最終仍因乾隆年間所確立的廣州一口通商貿易規範受到侷限。然而，此項政策是否意味其他三個海關便需就此停止海洋貿易活動？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康熙二十四年開始，江、浙、閩、粵四個海關就成立了，像是廈門海關(閩海關)基本上便是通南洋的，根據陳國棟教授在《東亞海域一千年》引述學者包世臣對清代對外貿易的觀察歸納：「現今東西兩洋皆與中華回市：西洋來市、東洋往市」，若將他所謂的「東洋」限定指日本，「西洋」限定指印度以西的歐美各國，而清代中國與「東南亞」地區貿易情形，則以「南洋互市」稱之，我們便可以很清楚地勾劃出清代前期中國對外的貿易秩序。事實上，除了船難漂泊的船隻以外，清代前期根本就沒有日本船隻到中國貿易，僅有中國船隻前往日本，謂之「東洋往市」，由寧波海關(浙海關)負責這部分海貿業務；至於「西洋來市」則因中國船隻受限於帆船裝載量太小，不適合遠航之外，清朝政府亦限制國人定期回航，受制於當時限定的諸項因素，印度以西及太平洋的航路不得不由歐美各國進行支配；清朝開放海禁後，准許國人前往南洋貿易，亦准許南洋船隻來華貿易，故陳國棟教授稱之為「南洋互市」。
    一條鞭法的核心牽涉到當時貿易的重要貨幣─白銀，先由日本輸入白銀，再來則是美洲白銀，與此同時也源源不絕地輸入美洲農作物至中國內部，甚而影響各地的生活習慣，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四川與湖南地區開始使用「辣椒」佐味的特殊飲食習慣。為何將今日主題定調為「制度史與全球史」，一方面我們透過十八世紀中國的豪商瞭解商貿網絡，另一方面則借助西方著名史家布勞岱的說法，他認為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是不一樣的，資本主義不只是「自由競爭」，甚至應該說「自由競爭的經濟不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本質就是「壟斷、不透明性」，大資本家與政府在檯面下的彼此勾結，賦予特權進行壟斷以獲取龐大利益即是資本主義的真實面貌，所以資本主義就某種意義上而言，它是「反市場機制」的。植基於此種觀點來看中國的發展，布勞岱認為中國很難出現資本主義的現象，其中一個理由便提到中國本土任何勢力過大的家族必然遭致國家統治者的懷疑，政府會毫不懈怠地防止資本主義的生長，因此真正的資本主義就布勞岱的理論來看是絕對不可能發生在中國的，只有在東南亞等地區，中國商人方能無所拘束地恣意營利與貿易，這是布氏提出的關鍵命題，邱教授認為其理論脈絡存在一定的道理，雖然這樣的觀點不見得全然正確或錯誤，但布氏真正忽略的重點便是整個明清中國的商人發展，諸如資本的累積與官商關係的變化，皆為必須正視的關鍵因素。簡單地說，明清時期五、六百年間官商關係的變化，並非如布氏所認知的「對立式關係」，而應是「勾結式關係」。與歐洲商業發展相當不同之處，在於中國官商的「勾結式關係」不能浮上檯面進而「表面化」，政府的公開態度是絕對不能傾向於替商人牟利，同時也不能以官商合作的姿態去掠奪其他國家的資源，或用本國商品的價格與品質和其他國家商品進行激烈的市場競爭，這樣的現象在同時期的歐洲稱之為「重商主義」，對於中國傳統的政治理路採取「天下一家」的觀念影響下，像歐洲國家採取重商主義牟利自他國的作法，在「天下一家」的龐大架構下是絕對不被允許的，在制度上是被禁止的，中國朝廷拒絕去佔其他國家的便宜，這是不道德的行為模式，因此，大量累積財富的作法不見得適用於世界上的每一個社會文化或國家政體。

    「全球史」的架構完整性在十六世紀以後才正式確立，邱教授認為關鍵因素在於美洲、澳洲於晚明時期的才正式「登場」，這和歐洲的軍事、航海技術的逐漸純熟與向外擴張息息相關，此外，值得我們深思的是，若然不是美、澳具有被納入全球貿易網絡的價值，否則西方國家何以願意孤注一擲地大規模拓展海洋貿易的世界版圖。許多拓展的原動力不外乎便是商業、武力與宗教勢力的結合，造成全世界在新的貨幣、商貿網與人口遷移上出現大規模的變遷與速度上的大幅增加。社會學領域認為當代社會有兩大變遷─工業革命與法國大革命，分別代表經濟層面的資本主義與政治層面的民主憲政，這就是現代化或現代性的兩大理路。
    分析十五世紀到十九世紀明清豪商主要發跡途徑與演變，十六世紀以鹽商、典商(經營當舖事業)、海商(盜)為主；十七世紀以絲綢商、銅商、布商為主；十八世紀以茶商、棉布商為主；十九世紀則以票商、錢莊為主。邱教授以中國徽州的許村為例，其家族祠堂中供奉歷代名人，有趣的是歷代家族成員中便同時出了內閣大學士與福建海盜出身者兩種截然不同社會地位的角色。亦商亦盜的傳統無論在中西海洋歷史發展上似乎皆然如此。從引法、票法到綱法的演變發展其實相當難以完全釐清其脈絡，鹽業的歷史是一段非常複雜的制度史，在學界常常因此稱呼研究鹽業發展者為「鹽糊塗」，原因在於其中牽涉到國家財稅的收入。明代的演變關鍵出現了由「官專賣」產生危機(北虜南倭)，因而逐漸過渡到「商專賣」，1617年由按察使袁世振所提的一套鹽法改革方案，獲准採行「綱法」，編定「聖、德、超、千、古、皇、風、扇、九、圍」之「十字綱冊」， 誕生了有資格取得「根窩」的寡占「綱商」 或「總商」，將全國劃分成11個鹽區，用現代經濟學角度來理解的話，便是挑選一批很會賣鹽的商人，由政府賦予他們BOT的專賣權。由於當時徽州商人、山西/陝西商人長期聚集揚州，政府特別為晉商、徽商子弟科舉應試專設「商籍」，史家余英時與錢穆皆主張科舉名額的調整，代表皇帝(中央)下放權力給予地方的表態作法。而揚州鹽商的生活型態則處處彰顯出財富的雄厚，比如形式繁複的園林建築與飲食排場的奢華風氣，甚至影響蘭花市場的發展趨勢。而從兩淮鹽商透過中間人傳信給康熙皇帝的史料文獻分析，揚州鹽商的「萬歲爺本錢」即意味著皇帝對於鹽業貿易的插股投資，更加說明中國官商間的分際界線是相當模糊不清的。
    從制度層面去理解當時的揚州鹽商，便必須瞭解清代鹽政改革的過程與問題，在討論市場經濟時往往會遇到兩難─特許權的合法壟斷 vs. 自由貿易的開放競爭。十九世紀初年中國所面臨的「銀荒」問題造成鹽商的破產，象徵第一波中國豪商的崩頹，明清之際中國貨幣市場的變化，造成銀錢比價波動，直接衝擊商人的因素便在於與百姓交易使用銅錢，而向政府繳稅的貨幣卻必須是銀錢。此外，太平天國的巨大破壞性，使得中國最繁榮的東南地區盡數遭其勢力壟罩，如太平軍進入蘇州前，蘇州城便已被清軍洗劫一空並放火焚城，對於文物及建築古蹟而言都是一場無法挽回的文化浩劫。邱教授提到在《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此書中，當時的西班牙商人認為中國漸漸成為「白銀墳場」，因為白銀流入中國後便容易受到兩大因素影響而固定於中國，鮮少再流通出中國境內，其一是因為金銀間比價因素，其二則是中國絲綢等商品大量外銷國際市場。票號常被稱為「銀行的銀行」，清代晉商全盛時期在各地皆設有票號據點，總部設在山西平遙，由於其貿易盛況在當時可比擬為「中國的華爾街」。
    邱教授將明清時期的海貿政策大致分為六階段，以下分別為各期政策內容與重點：

I. 明前期(1368-1566)：「海禁」時鬆時嚴(1530-1560)+貢舶貿易→ 1567隆慶元年變革

II.明後期（1567-1644）「海禁」開放

III.清初「遷界」(1670-1683)

IV.康熙23年(1684)開放江、浙、閩、粵四海關通商

V.乾隆24年(1759)微調「四口通商」：廣州限定西洋「一口通商」而其餘規定未變
VI. 1842-1911自〈南京條約〉五口通商後的「條約口岸」(treaty port system)
    五口通商中的這些條約口岸並非外國勢力隨機抽取下的產物，而是原本便位於重要航路要衝的貿易據點。隨著通商口岸的對外開放，洋行商人也伺機而起，扮演著具備仲介性質的「牙行」，降低外國商人商業經營交易成本，免除原本繁複的手續過程。人生地不熟的外國商人必須仰賴洋行逐漸打入中國本土市場，同時借助其所提供的挑夫、腳夫、船行等運輸資源。1760年左右，廣州行商紛紛成立的目標主要在於對付外國商人，例如使用聯合定價的策略性手段。其中有十三家規模較為龐大者被合稱為「廣州十三行」，如1830年對於怡和行伍家的資本額粗估調查便有2600萬墨西哥銀元。基本上，和中國洋行做生意的外國商人被稱為「商館」，然而有趣的共通點則是當時外國商館的公司與「散客」商業代表普遍常見18、19歲的年輕人，許多外國人的遊記內容及水手上案憩息時所產生的刑事訴訟檔案皆有助於理解十九世紀前期的中國貿易景況。按明清法律，市場仲介需有官牙，而經營「與夷互易」者亦為官牙，廣州十三行愈發興盛，人乃逐漸將「官」（qua, quan, quin）字變成其尊稱，據研究資料顯示應受到福建地區閩南語的語言習慣所影響。
    最後，邱教授在結論部分提及如何看待影響近代中國深遠的鴉片戰爭，主要有四種截然不同的詮釋觀點，或者更貼切地說，如何更深入地理解當時中國的頓挫與西方的優勢。第一種詮釋觀點即為帝國主義式的觀點(強權販毒)；其次為英國歷史上稱之為「商業戰爭」的詮釋觀點，將責任歸咎於中國處處刁難的作法，徒增中西貿易上之糾紛；第三種則為販賣鴉片的英商陰謀，由經濟利益為出發點，進而引發難以收拾的戰爭場面；而最後第四種詮釋角度非常地有趣，認為長期閉關自守的中國過於落後就註定挨打，尤其是中國大陸某些學者更是主張如此。邱教授認為如果跳脫這四種詮釋觀點，回到制度性的本質來討論鴉片戰爭的話，其實牽涉到明清時期的兩難問題─特權寡占與自由貿易。鹽商的致富是靠壟斷與獨占，但在性質上仍為包稅商而非私人企業的角色，所以幾個大家族雖擁有商業貿易的特權，卻也常常必須面對官僚的屈辱，在中國官商的互相利用關係演變到最後竟變成兩敗俱傷的局面，例如行商經常受到官方制度性的「勒索」，因而俗語常道：「寧為一隻狗，不為行商之首」。對照歐洲官商關係發展的相輔相成，中國官商關係由於缺乏以掠奪其他國家資源為共同目標，導致槍口無法一致對外且凝聚團結向心力，晚清的商戰理論便是開始借鏡西方經驗的一個典型例子，而邱教授同時也強調絕對不能因為中國在十九世紀末期所面臨的危機，便以偏概全地全然否定或主觀斷言十六到十九世紀的中國商業發展是停滯不前的，此時期的中國海外貿易絕對不能全然以「閉關自守」的角度進行詮釋，否則便有失歷史探究的客觀性。
